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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 EPS）是微生物在同化作用中合成并分泌的生物大分

子。虽然现有土壤有机碳（Soil organic carbon, SOC）循环理论强调微生物细胞残体是 SOC 形成的主要贡献

者，但新近研究表明，EPS 在土壤中广泛存在，其产生速率往往与细胞生物量相当甚至更高，构成了微生物

向土壤输入碳的重要途径。本综述系统梳理了当前研究进展，重点阐释了 EPS 在土壤碳固持中的独特贡献。

我们归纳了 EPS 促进 SOC 稳定的四种关键机制：形成矿物结合态有机质、参与地质聚合反应、驱动土壤团

聚体形成以及调控孔隙结构，揭示了其通过直接与间接双重作用实现碳固存的作用路径。最后，本文展望

了未来研究方向，指出亟需建立可靠的 EPS 提取与定量技术，将 EPS 动态纳入 SOC 模型，并深入解析环境

因子与微生物过程对 EPS 产生与降解的调控机制。填补上述研究空白将有助于深化对微生物参与全球碳循

环过程的认识，并为提升土壤碳汇功能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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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 (EPS), as a key component of soil organic carbon (SOC) sequestration, 

have long been overlooked. Although the prevalent theories emphasize microbial cell residues as the domi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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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or to SOC formation, emerging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EPS is widely present in soils and is produced at 

rates comparable to or even higher than cellular biomass, representing a major pathway of microbially derived carbon 

input into soils. This review systematically synthesizes current knowledge, with a focus on the distinctive role of 

EPS in soil carbon stabilization. We summarized four key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EPS promote soil organic 

carbon stability: the formation of mineral-associated organic matter, participation in geopolymerization reactions, 

driving the formation of soil aggregates, and regulating pore structure. This reveals the pathway for achieving carbon 

sequestration through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Following our findings, we outline future research priorities, 

emphasizing the need to develop reliable extraction and quantification methods, incorporate EPS dynamics into SOC 

models, and elucidate the environmental and microbial factors regulating EPS production and degradation. 

Addressing these gaps will significantly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microbial roles in the global carbon cycle and 

inform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Key words: 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 (EPS); Soil organic carbon stabilization; Mineral-associated organic 

matter; Soil carbon storage; Soil microbial carbon pump 

 

土壤有机碳库是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碳库，在调控全球气候和维持农业生产力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1]。土壤微生物是土壤有机碳（Soil organic carbon, SOC）转化和稳定的主要驱动

力，其不仅通过异化作用分解土壤有机质，还通过同化作用将外源有机质转化为微生物源有

机质[2]。这些土壤微生物源的有机质通过在矿物表面吸附或被土壤团聚体包埋而受到保护，

形成土壤稳定的有机碳。该过程被视为 SOC 固存的主要途径[3-4]。微生物源有机质由细胞组

分与胞外有机质构成。其中，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 EPS）是微生物

生长代谢过程中分泌至周围环境的生物大分子聚集体，包括多糖、蛋白质、脂质和核酸等[5-

6]。前期研究表明，微生物合成分泌的 EPS 干重可达其自身细胞干重的 10 倍以上，尤其当

微生物附着于固相表面形成生物膜[5, 7-8]。这表明 EPS 是土壤中一类产量可观、分布广泛且不

可忽视的微生物源有机质。 

EPS 在 SOC 固存方面同样具有巨大潜力。已有研究指出，EPS 富含羧基、羟基与磷酸

基等多种官能团，且具有黏滞特性[9-11]。这使其对土壤矿物具有强亲和力，可通过静电吸引、

配体交换等作用直接形成矿物结合态有机质（Mineral associated organic matter, MAOM）。近

期对 MAOM 的表征也发现，这些矿物结合态有机质中存在大量的多糖、蛋白质等生物大分

子，说明 EPS 可能是 MAOM 的重要来源[12-14]。EPS 吸附在矿物表面后还能通过静电屏蔽、

桥接作用等促进土壤微团聚体形成，包埋其自身与其他土壤有机质。前人研究发现少量 EPS

能够显著降低矿物颗粒的表面电势，从而介导颗粒间的强烈团聚[15]。基于实际土壤调查，发

现土壤 EPS 含量与水稳性团聚体数量呈显著正相关，并且胞外蛋白质含量是影响土壤团聚

体平均直径的重要因素[16]。这提示 EPS 可以通过多个途径提高 SOC 稳定性。 

尽管 EPS 是土壤中含量丰富、分布广泛且具有高度稳定潜力的微生物源有机质[17-18]，

但其对 SOC 固存的具体贡献迄今仍未得到系统研究。这主要归因于表征方法的局限与传统

观念的影响。现有基于氨基糖生物标识物的定量方法主要用于追踪和量化微生物细胞残体，

难以有效捕捉胞外产物。在 EPS 量化表征方面，常用的阳离子交换树脂（Cation exchange 

resin, CER）等提取方法仅能获取土壤中部分 EPS 组分，且极易混杂非微生物源有机质，导

致土壤 EPS 的真实储量至今仍难以准确定量。在认知层面上，由于 EPS 富含多糖和蛋白质

等易被微生物降解利用的有机大分子[18]，传统观点认为土壤 EPS 属于活性高、周转快的少

量不稳定有机质[19-20]。这种对土壤 EPS 的系统性忽视导致微生物在土壤碳循环中的贡献被

整体低估。本综述聚焦 EPS 在 SOC 固存中的关键作用。首先整合现有证据阐明 EPS 是微生

物向土壤输入碳的关键通路；进而剖析 EPS 通过直接与间接作用促进 SOC 长期稳定的四大

机制；最后提出未来研究的优先方向，为优化碳循环模型和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土壤碳增



 

 

汇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 EPS 是土壤微生物合成的重要有机质 

合成分泌 EPS 是土壤微生物普遍具备的生理特征[21]。尽管不同微生物类群在 EPS 合成

能力上存在差异，例如部分黑曲霉、气单胞菌、假单胞菌分离株的 EPS 产量相对较低，但分

泌 EPS 依然是微生物应对逆境的核心适应策略[8, 22]。EPS 基质能够为微生物提供保护，抵御

干旱、捕食、重金属、噬菌体侵染和氧化损伤等多种环境胁迫[8, 18]。前期研究也证实了缺乏 EPS

的微生物在逆境土壤环境中通常表现出较差的存活能力[23-25]。在非根际土壤环境中，大部分

微生物属于寡营养型，仅少部分微生物处于活跃繁殖状态[22, 26-27]。寡营养型细菌（如放线菌

和厚壁菌门）将更多同化碳和能量分配于 EPS 合成，而非细胞生长[28-29]。活跃生长的富营

养型细菌则将同化碳主要用于生物量合成，导致其 EPS 合成速率可能低于生物量积累速率
[30]。因此，在养分贫乏、干旱、寒冷等不利于微生物生长的土壤环境中，微生物合成的有机

质以寡营养型细菌分泌的 EPS 为主；而在养分充足条件下，微生物群落向富营养型生长策

略转变，更多碳被分配至生物量合成与呼吸消耗，导致新合成的土壤微生物源有机质中 EPS

占比下降[31-33]。 

除了为微生物提供生存庇护外，EPS 作为微生物与土壤环境互作的核心界面，在介导微

生物对土壤有机质的转化过程中也发挥重要作用。胞外代谢过程是限制土壤生态系统中颗粒

和溶解性有机物矿化和循环的关键步骤[34]。EPS 作为微生物胞外分泌物的聚集体，是胞外酶

的主要载体，也是胞外代谢的活性反应中心。早期研究在真菌 EPS 中发现了多种参与木质

纤维素降解的功能酶[35]。EPS 中的多糖通过为这些功能酶提供固定位点，提高其在环境中的

活性与稳定性。例如，曲霉（Aspergillus）和木霉（Trichoderma）等真菌分泌的 β-葡萄糖苷

酶与自身或其他真菌物种分泌的 EPS 结合后可显著提升酶活性及其对酸碱、温度和变性剂

等不利因素的耐受性[34, 36]。显微红外光谱分析发现外生菌根真菌（Paxillus involutus）的木

质素酶与 EPS 紧密结合，而不分泌 EPS 的菌丝不具备木质素降解能力[37-38]。微量热滴定实

验和分子模型模拟表明，脂肪酶 LipA 中带正电荷的氨基酸与 EPS 中多聚糖链的负电荷基团

通过静电作用相互吸引，形成稳定的复合体[39]。这种结合可以防止胞外酶在环境中流失，并

且保证酶的催化活性中心始终暴露在溶液中，从而高效催化降解有机底物。因此，EPS 为胞

外代谢提供了稳定的催化环境，是土壤有机质胞外转化的活性中心，在促进土壤微生物对有

机质的分解、转化及再合成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鉴于土壤 EPS 的普遍存在与重要功能，研究者已尝试对其碳含量进行定量分析。基于

CER 的提取方法目前被广泛应用于提取微生物-土壤界面的 EPS[40-42]。部分研究将 CER 提取

的有机碳定义为 EPS 碳[43-44]。据估算，CER 可提取的 EPS 碳约占 SOC 的 2%~5%，与微生

物生物量碳的比例基本相当。然而，这些量化方法存在明显局限：CER 主要提取通过二价阳

离子吸附于固相表面的 EPS，而相当一部分 EPS 通过三价离子键合、共沉淀等机制与土壤

矿物紧密结合，无法利用该方法有效提取[41]。此外，CER 提取物中还混杂腐殖质、植物根系

黏液等非微生物来源的有机质[45]。由于这些物质在理化性质上与 EPS 相近，难以有效区分，

从而对 EPS 的准确定量产生极大干扰[41]。 

尽管土壤 EPS 总碳含量的直接测定仍面临困难，但已有多项间接证据表明其在土壤中

产量可观。近期一项荟萃分析对比了土壤微生物碳积累效率（Carbon accumulation efficiency, 

CAE）与碳利用效率（Carbon use efficiency, CUE）的差异。CAE 涵盖了微生物合成的细胞

与胞外全部有机质，其定义为微生物合成的有机质碳总量与外源添加葡萄糖碳量的比值；而

CUE 仅考虑微生物细胞碳含量，定义为细胞碳含量与细胞碳含量和呼吸碳之和的比值[46]。



 

 

若假设葡萄糖碳经微生物代谢后在呼吸、细胞和胞外产物三部分之间进行分配，该研究显示

胞外产物的合成效率约为胞内产物的 1.8 倍[46]。另一项研究表明，与传统模型相比，纳入部

分 EPS 组分（如胞外酶）会提升 CUE 数值 1 倍以上；而忽略 EPS 的贡献会导致 SOC 的预

测值被低估多达 34%[47]。这些结果一致证明，微生物胞外产物的合成通量显著高于细胞生

物量，印证了 EPS 在土壤有机碳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 CUE 评估及相关模型

构建中纳入 EPS 有助于更全面地表征土壤微生物代谢过程中有机质的转化及有机产物的合

成，从而提高 CUE 估算的准确性，并降低土壤有机碳库模型预测的不确定性。 

2 EPS 介导的 SOC 稳定机制 

EPS 丰富的官能团与较强的黏滞性使其具备直接形成稳定 SOC 和间接提高 SOC 稳定

性的双重潜能（图 1）。其中，直接作用主要包括 EPS 在矿物表面的吸附及其潜在参与的地

质聚合反应，间接作用则包括促进土壤团聚体形成以及调控土壤孔隙结构。这一分类框架有

助于从多维度揭示 EPS 在土壤碳固存中的潜在作用方式。 

 

注：红色虚线框表示直接作用机制，蓝色虚线框表示间接作用机制。直接作用包括：（a）在矿物表面吸附

并形成矿物结合态有机质；（b）作为地质聚合作用的前体物质。间接作用包括：（c）EPS 驱动的土壤团聚

体形成；（d）改变土壤孔隙结构及其连通性。图中箭头表示植物源有机质经微生物同化后分泌 EPS 过

程。Note: Red dashed boxes indicate direct mechanisms, whereas blue dashed boxes indicate indirect 

mechanisms. Direct mechanisms include: (a) adsorption onto mineral surfaces and formation of mineral-associated 



 

 

organic matter, and (b) serving as precursors for geopolymerization. Indirect mechanisms include: (c) EPS-driven 

soil aggregation, and (d) modification of soil pore structure and connectivity. Arrows indic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lant-derived organic matter through microbial assimilation into EPS-associated SOC stabilization processes. 

图 1 胞外聚合物（EPS）介导土壤有机碳（SOC）稳定的 4 个关键机制。（以彩图发表） 

Fig. 1 Four key mechanism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SOC) stabilization mediated by 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 (EPS) 

2.1 直接途径：吸附于矿物表面形成 MAOM 

MAOM 是土壤中受矿物保护的稳定碳库。由于矿物表面的吸附作用降低了其生物可利

用性，MAOM 在土壤中表现出显著的持久性[48]。多项研究结果表明，MAOM 主要由微生物

来源的生物大分子构成[12-14, 49-53]。基于热解-气相色谱/质谱（Py-GC/MS）、核磁共振（NMR）

和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等多种分析技术，已明确多糖和蛋白质是 MAOM 的主要成

分，其含量分别约占 20%~85%和 10%~30%。在来源判别方面，常采用半乳糖与甘露糖之和

与阿拉伯糖与木糖之和的比值（galactose + mannose to arabinose + xylose, GM/AX）来分析

MAOM 中多糖的来源。通常认为，GM/AX < 0.5 主要指示植物来源，> 2 则倾向于指示微生

物来源[54-55]。已有研究发现，MAOM 中该比值通常处于 1.5~4.1[50, 56-57] ，表明其中多糖具

有显著的微生物来源特征。Ludwig 等[57]还通过计算 C4至 C26脂肪酸（通常代表微生物来源）

的离子强度总和与 C26 至 C38 脂肪酸（代表植物来源）的离子强度总和来判断微生物源有机

质的贡献。结果显示，颗粒有机质（Particulate organic matter, POM）中短链脂肪酸与长链脂

肪酸的比值为 5.8~12.4，而在 MAOM 中则高达 240，进一步支持了 MAOM 中微生物来源组

分占优势的结论[58]。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单糖和脂肪酸指标区分植物与微生物来源仍存在一

定局限性。例如，植物源有机质包括其组织及分泌物同样含有半乳糖和甘露糖[59]。此外，植

物亦可直接产生短链脂肪酸，而微生物对植物源物质的胞外分解作用也可能将长链脂肪酸转

化为短链[60-61]，从而干扰有机质来源判别。综合来看，多糖与蛋白质可占 MAOM 总量的

30%~90%，而微生物细胞残体的占比通常不足 40%[62]。尽管现有数据无法直接定量评估

MAOM 中 EPS 的含量，但这一显著差距表明，除植物来源有机质与微生物胞内的蛋白质与

多糖外，微生物胞外代谢产物 EPS 可能是 MAOM 中生物大分子的重要来源。 

EPS 对矿物表面具有极强的亲和力，其分子结构中富含羧基、磷酸基、酰胺基、氨基和

羟基等多种官能团，能够通过配体交换、静电作用等机制强烈吸附于矿物表面，形成稳定的

有机-矿物复合体[9, 63]。有研究发现，当 EPS 通过配体交换与三水铝石形成稳定复合物后，

约 99%的吸附态 EPS 可抵抗微生物降解[64]。吸附强度受 EPS 组成、孔隙水化学性质、矿物

类型等因素共同影响。例如，EPS 中的蛋白质倾向于通过静电与疏水作用吸附于蒙脱石、高

岭石等层状硅酸盐，而核酸等含磷组分更容易与针铁矿等铁氧化物结合[63, 65]。土壤孔隙水化

学条件包括 pH 和离子强度可通过调控氢键、配体交换和静电相互作用影响吸附行为。在低

离子强度下，EPS 中的羧基和磷酸基团优先吸附在针铁矿表面；而在高离子强度下，酰胺基

作用增强，从而提升 EPS 的整体吸附能力[66-67]。EPS 还可作为微生物细胞及其残体的黏附

媒介，通过增强黏附力并减弱静电排斥，促进其在矿物表面的附着[68]。研究表明，去除表面

EPS 会降低细菌在矿物上的黏附效率与稳定性[69]。鉴于 EPS 在土壤中产量丰富且对矿物表

面具有强亲和力，它被视为 MAOM 形成的关键前体与天然黏合剂。然而，现有关于 EPS 与

矿物互作的研究大多基于实验室模拟体系，EPS 在土壤中参与 MAOM 形成的过程及其稳定

性还缺乏有效表征与定量认识。 

2.2 直接途径：作为地质聚合反应的潜在前体 

近期研究提出，地质聚合作用是土壤有机质稳定化的关键机制之一[70-71]。该过程通过美

拉德型反应，使含氨基化合物与还原糖发生缩合，形成分子量大于 1 000 g·mol-1 的芳香族类

大分子。由于此类地质聚合物质分子量高、结构复杂，能够有效抵抗微生物代谢和胞外酶水



 

 

解，从而在土壤中稳定存在。尽管美拉德型反应通常需要在火烧过程等高温条件（>100°C）

下进行[72-73]，但近期研究表明，铁锰矿物（如水钠锰矿）和黏土矿物可以在土壤常温（25~45°C）

下催化该反应[74-75]，促进类腐殖质物质的生成，其性质与自然土壤中广泛存在的腐殖质高度

相似。 

EPS 富含可提供氨基与还原糖的蛋白质与多糖组分，并具有较强的矿物表面吸附能力，

满足美拉德型聚合反应发生的基本条件。已有研究表明，在温度高于 120 °C 的污泥水热处

理过程中，EPS 生物大分子之间可发生美拉德反应[76-77]。除大分子间的直接反应外，EPS 水

解产生的单糖、寡肽等小分子物质也可进一步聚合，形成更大分子量的化合物[78-79]。虽然 EPS

是土壤中发生美拉德型聚合反应的理想底物，但目前仍缺乏直接证据证实 EPS 在常温土壤

环境中能够在矿物表面发生此类聚合反应。 

2.3 间接途径：EPS 驱动的土壤团聚作用 

土壤团聚体通过物理闭塞作用，将有机碳封存于致密的矿物-有机复合体中。在未受扰

动的天然土壤中，团聚体中 SOC 的周转时间可达 200 至 320 年[80-81]。EPS 作为团聚体形成

的关键调节因子，其含量与土壤团聚程度密切相关。田间研究显示，EPS 蛋白质和多糖含量

与团聚体粒径、水稳定性等多个土壤团聚指标均呈显著正相关[16, 43, 82-88]。机理分析进一步揭

示了 EPS 主要通过静电屏蔽、桥接与胶结的多重作用机制驱动土壤团聚体的形成[89]。EPS

吸附于矿物表面可改变界面性质。前期研究发现，即使微量 EPS 吸附于赤铁矿表面，也能

使其表面电位降至接近零，有效消除矿物颗粒间的静电排斥，诱发颗粒发生强烈团聚[15]。在

此基础上，EPS 组分的高分子量特性通过聚合物桥接作用，促进土壤颗粒团聚[90]。此外，EPS

还通过物理包裹作用在团聚体内部形成有机桥接结构，增强其对外力扰动和侵蚀作用的抵抗

能力[91]。 

在动态环境扰动下，EPS 的团聚功能尤为显著。例如，在干湿交替过程中，EPS 多糖可

作为瞬时黏合剂，通过干燥时产生的液桥效应驱动颗粒聚集，且该团聚过程对颗粒表面电荷

特性及孔隙水化学性质（如 pH、电导率）的依赖性相对较弱[89]。这一特性在实验中得到验

证：即使在存在静电排斥的情况下，当动态水合作用等外力缩短接触距离时，EPS 包裹的微

生物细胞仍能牢固黏附于带同种电荷的矿物表面，且黏附强度随接触时间延长而增强，并呈

现对 pH 依赖性减弱的趋势[91-92]。干旱区生物土壤结皮是体现上述 EPS 团聚功能的典型实

例。微生物分泌的 EPS 将矿物与尘埃颗粒团聚成致密表层结皮，与下层松散颗粒形成鲜明

对比[93]。尽管 EPS 在促进土壤团聚体形成及提升结构稳定性方面的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

但其介导的 SOC 闭蓄保护效应仍缺乏系统性的定量表征，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2.4 间接途径：土壤孔隙结构与连通性的修饰 

微生物、胞外酶和 SOC 在土壤中的分布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该特性通过限制微

生物与底物间的相互作用来增强 SOC 的持久性[94]。作为重要的生物胶结剂，EPS 可通过调

节土壤孔隙结构与孔隙度，进一步强化这种空间异质性。例如，EPS 介导的团聚过程会显著

影响孔隙度、孔隙数量及孔径分布[95]，导致孔隙通道缩窄，限制底物扩散，并形成物理隔离

的空间分区。已有研究表明，孔径尺寸是调控 SOC 转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当通道直径<10 μm

的小孔隙时会限制氧气扩散且降低微生物多样性，从而抑制矿化作用[96-97]。30~60 μm 范围

内的大孔隙则有利于微生物活动，加速 SOC 的分解[98-99]。近期研究还发现，较大的孔隙空间

能够缓解微生境空间限制，提升土壤生物膜的系统发育与功能多样性[100]。 

EPS 独特的水凝胶性质使其还具有直接堵塞孔隙空间的作用[43, 101-102]。EPS 基质的渗透

性远低于土壤矿物基质。例如，在玻璃珠柱体系中添加 1%的 EPS，即可将水力传导率从

1.5×10-5 m·s-1 急剧降低至 5.4×10-10 m·s-1，接近纯 EPS 自身的低渗透水平[103]。此外，EPS 的

积累还可促进土壤生物膜形成，引发生物堵塞效应。土壤生物膜形成会占据原有的孔隙空间，

不仅降低了可供液体流动的有效孔隙度，还削弱了土壤的水文连通性。已有研究表明，EPS



 

 

合成细菌能够显著降低多孔介质的渗透性并减少有效孔隙度，从而限制 POM、EPS 或微生

物细胞等物质的迁移[103-105]。这一过程通过强化空间隔离与封闭效应，为 SOC 的长期保存提

供了关键物理屏障。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 EPS 对地下孔隙环境的改造作用，针对 EPS

在实际土壤体系中对孔隙结构影响的定量表征仍然不足，由此引发的固碳效应亦缺乏系统评

估。 

3 展 望 

基于现有研究，本文提出 EPS 是土壤 SOC 循环中重要但长期被忽视的微生物源有机质。

其合成速率与土壤微生物细胞生物量相当，并在矿物表面和土壤团聚体内表现出较强的稳定

潜力。这些多重特征表明，EPS 不仅是土壤微生物碳泵（Microbial carbon pump, MCP）框架

中不可忽视的关键产物，也为深化对微生物驱动的土壤碳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理解提供了全

新视角。尽管 EPS 在 SOC 固存中的重要性正逐渐得到认识，但在其提取方法、定量手段以

及对土壤碳库贡献评估等方面仍存在重要知识空白。为系统梳理未来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与

发展路径，本文构建了土壤 EPS 驱动 SOC 稳定的未来研究概念框架（如图 2），并建议围绕

以下三个方向展开深入探索： 

（1）EPS 的提取、定量与表征技术。 

有效提取并准确定量土壤 EPS 是深入解析其生态功能的前提。当前广泛采用的 CER 提

取方法主要针对通过二价阳离子结合的 EPS 组分，仅能获取土壤部分 EPS，并且共提取土

壤非微生物来源有机质，从而引入较大不确定性[41-42]。鉴于开发能够无污染分离全部土壤

EPS 的提取方法仍面临较大挑战，未来研究应致力于筛选可用于 EPS 定量的特异性生物标

志物，类似于以氨基糖作为微生物残体标志物的研究思路。在此基础上，还需建立能够追踪

新合成 EPS 的技术路径，例如利用 18O-H2O 或 13C 标记有机物，动态监测微生物对 EPS 的

合成过程。尽管近期研究表明忽略 EPS 合成会导致微生物 CUE 被严重低估[46-47]，但土壤中

EPS 的实际合成速率仍缺乏直接的实验数据。相关方法的发展将有助于提高 CUE 估算的准

确性，并减少由 CUE 偏差导致的 SOC 预测的不确定性[106]。除了 EPS 储量特征外，其组成

也值得深入研究。EPS 的化学组成对其在土壤中的生态功能具有决定性影响。例如，其官能

团类型直接调控了其与矿物的吸附亲和力[107]。然而，由于 EPS 组分复杂，现有研究多依赖

于破坏性提取后进行光谱官能团分析或通过水解后测定其单糖与氨基酸组成[9, 108]。未来研究

亟需发展原位、无损的表征技术，以实现对土壤基质中 EPS 动态变化过程的精细刻画与定

量解析。 

（2）EPS 在 SOC 稳定和模拟中的作用。 

除地质聚合作用仍有待更多的实证支持外，EPS 通过矿物吸附、团聚体形成及孔隙调控

等途径对 SOC 的稳定作用已在实验室条件下得到验证。然而，这些机制在真实土壤环境中

的相对贡献与耦合效应仍不明确。未来研究中需结合 EPS 量化表征与同位素示踪技术，阐明

其与受保护碳组分（如 MAOM、团聚体包埋碳）的关联强度与贡献程度。研究视角还应拓

展至 EPS 介导的间接保护作用，例如，在矿物表面和团聚体内对微生物细胞残体与 POM 等

其他有机质组分的稳定作用。近期证据显示，EPS 含量与 SOC 积累的相关性强于细胞残体
[109-110]，这暗示 EPS 可能是土壤碳汇形成的关键驱动因子[109-110]。因此，将 EPS 过程纳入

SOC 周转模型对提升 SOC 动态预测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关于 EPS 在土壤中周转

动态的研究仍十分匮乏。已有研究通过比较污泥来源的 DOM 与 EPS 在土壤中的降解过程

发现，EPS 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其在土壤中的半衰期约为 10 至 30 天[20]。基于 13C 标记 EPS

与 DNA-SIP 技术的研究表明[111-112]，加入土壤的 EPS 主要被浮霉菌门（Planctomycetes）、疣



 

 

微菌门（Verrucomicrobia）、子囊菌门（Ascomycota）和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等微生物

类群同化，并且这些微生物类群中富集了淀粉酶和内切葡聚糖酶等与 EPS 降解相关的功能

基因。由于动力学参数的缺乏，现有模型可借鉴污水处理等领域中关于 EPS 动态的研究成

果进行类比估算。通过在模型中纳入微生物胞外产物的生成与转化路径，有望显著降低当前

SOC 模型在模拟长期碳动态时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不同气候情景下 EPS

动态的系统研究，以定量评估其对 SOC 库的长期贡献，将为制定科学有效的气候变化缓解

策略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3）土壤 EPS 的环境和微生物驱动机制。 

明确调控土壤 EPS 含量与组成的关键因素是预测并管理其动态过程的基础。合成分泌

EPS 是微生物响应环境的关键适应性策略。在污水处理体系与纯培养研究中已证实，微生物

种类、底物类型、碳氮比、干旱胁迫及矿物等因素均能显著影响 EPS 的产量与组成[113-115]。

然而，在更为复杂的土壤生态系统中，关于 EPS 合成的环境驱动机制研究仍较为匮乏。土

壤 EPS 合成与分泌受环境因素调控，同时 EPS 通过增强土壤持水性、团聚体稳定性和微生

物抗逆性，对土壤理化特性及微生物过程产生反馈作用。然而，目前对这一闭环反馈机制的

认识尚不充分。例如，在干旱胁迫下，EPS 组成变化将如何影响土壤水分动态与微生物活性？

这些变化又如何进一步反馈于 EPS 合成与 SOC 积累？阐明上述反馈效应，对于提升气候变

化背景下土壤碳动态预测的准确性具有关键意义。此外，未来研究亟需整合宏基因组学、宏

转录组学、代谢组学与 DNA 稳定性同位素探针（DNA-SIP）等多组学技术，系统识别不同

陆地生态系统中参与 EPS 合成的关键微生物类群、代谢途径及其调控机制。深入解析上述

驱动机制，不仅能完善 SOC 形成与稳定理论，也有助于构建更精准的土壤碳循环模型，还

将为提升土壤增汇潜力、优化碳管理策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科学依据[116-117]。 

 

注：蓝色、橙色和绿色模块分别代表方法验证与技术优化、定量贡献与模型整合以及环境驱动与调控机制

三个研究方向。箭头表示 EPS、微生物过程、环境因子与 SOC 稳定之间潜在的调控路径与反馈关系。下

部生态系统示意图表示 EPS 介导 SOC 稳定在提升碳循环预测能力、促进土壤碳库稳定与增汇、支持可持

续土壤管理以及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中的生态意义。Note: Blue, orange, and green panels represent 

methodological validation and technical optimization, quantitative contribution and model integ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driving and regulatory mechanisms, respectively. Arrows indicate potential regulatory pathways and 

feedback relationships among EPS, microbial processes,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SOC stabilization. The lower 



 

 

ecosystem schematic illustrates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EPS-mediated SOC stabilization, including 

improved carbon-cycle prediction,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stabilization, sustainable soil management, and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图 2 土壤 EPS 驱动 SOC 稳定的未来研究概念框架。（以彩图发表） 

Fig. 2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 on soil EPS-driven SOC stab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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